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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共同生存和共同生长两层涵义。共同生存是基本的，不
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的状态，也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
人”的霍布斯式状态。共存是平和的，因而也是宽松的、
仁厚的，是自己活，也让他人活的状态。
但共生是超越上述状态的一种更高的境界。“共生也是
共存的一种形态；然而，这种共存是彻底地克服二者相互干

涉、相互对立时所达到的具有相互依存内容的共存。” ［4］

“共生”之超越“共存”，乃在于它强调了行为体之间不是孤
立的，而是联系着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多种互动关系，它们

是各个活跃的“生命”，在相互的行动中彼此激发生机。在
缺乏参照系的条件下，一个主体因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
天，容易产生夜郎自大、自我中心的心态。而当有参照系
时，就可能经由对比而获得对差别和距离的认识，这对主体

能够产生激励和向上动机，也促成一种谦卑意识，从而成为

正向能量。经由多次的交互作用后，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以形
成螺旋上升态势。
因此，共生的要义不在于求“同”，也不仅仅只是存

“异”，而是主张在多元前提下的互动和互补中寻求建设性
的发展。共生现象的普遍存在和事物生存生长的特性启示
了国际社会的生成之道。可以预期，共生体系论具有进一
步发展丰富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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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普遍主义建构世界秩序
———对共生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对两篇商榷文章的感想和回应

共生是一种生活智慧和政治智慧。
笔者的《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 （《世界经济与政

治》 2013年第9期），与任晓教授的《论东亚“共生体系”
原理》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7期） 两篇文章，在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引起一定的关注和讨论。近年来，主要
是在上海国际关系学界以及胡守钧、杨洁勉、金应忠等学
者的推动下，“共生”这个词在中国社会学界和国际关系
学界引起讨论。《探索与争鸣》 2014年第4期刊登了陈雪
飞的《中国应建立文明导向的世界秩序观》 （以下简称陈
文） 和熊李力的《共生型国际体系还是竞合型国际体系》
（以下简称熊文），对笔者和任晓的两篇文章提出了一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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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意见。其中，陈文将拙文解读为是建立一种利益导向的
国际体系观，笔者觉得误读的成分多了点，可能是因为拙

文没有阐述清楚造成了误解。其实，拙文阐述的“共生”
与陈文主张的文明导向的世界秩序恰恰是接近的。某种程
度上，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一回事。当然，关键是对“文明
间关系”究竟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会在后面讨论。
熊文集中讨论东亚是共生还是竞合体系的问题，我们

可以找出十个理由来证明东亚是共生型体系，同样，熊李

力先生也可以找出十个理由论述东亚不是共生型体系而是

竞合型体系或依附型体系。这样的讨论因为没有聚焦将很
难深入下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学者站出来说，

东亚是西方政治学中的霸权体系，或者是朝贡体系，或者

是均势体系。坦率地说，其他的概念都为我们理解亚洲秩
序有所帮助，拙文也只是为人们理解世界秩序和大国关系

提供了一个中国本土的概念，且笔者愈来愈坚持认为，中

国要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首当其冲的是要用自

己本土的概念逐步替换、覆盖、遮蔽掉来自西方的概念。
学术争论要么是因为价值问题，要么是因为概念问题，而

一旦涉及到概念问题的争论，恰如司马谈在 《论六家要
旨》中所说的“名学”，所谓“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
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
笔者以为，当我们形成了一个关于“共生”理论的

共有知识背景时，才能够在共生这个理论上逐步形成对

话平台，发展它，完善它。作为学术辩论，此文的目的
不是去证明陈文和熊文哪里不对，而是要在他们的质疑

下努力完善笔者对共生问题的看法。辩论集中在谁是谁
非上，一定要争出个你对我错，这本身就是二元对立，

不符合“共生”哲学。所以，笔者先对两篇商榷文章中
的误解做个解释。
第一，共生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在共生论中，笔者

坚持从中国传统中庸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历
史唯物主义以及毛泽东《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
矛盾和冲突因素一直存在，这是事物运动的规律，旧的矛

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来。没有矛盾的世界是和谐世
界的最高阶段，和谐世界的初级阶段不意味着没有矛盾。
换句话说，乌托邦自由主义者幻想世界是个真空之幕，或

者有一种方案能将世界彻底变成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这

是空想学说，或者浪漫主义学说。生活世界或者国际关系
中如果没有矛盾了，那要政治家和我们这些学者做什么

呢？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叫科斯，指出世界不存在

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转换成矛盾论话语来说，其实

就是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不存在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所
以，科斯只是说出了一个常识而已，这个常识谁都明白，

并不是多大的理论发明。
第二，共生理论向来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依为伴的，共

生论反对二元对立，不主张多元冲突。共生理论中有一个

核心概念是“关系”，它与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中的核心概
念“理性”恰恰形成了对照。在“关系”中，更重视相互
依存；在“理性”中，更重视因果改变。因为理性是与个
体能力提高结合在一起，并假设个体能力的提高会对他者

产生一种动能，从而改变相互间关系状态。在这里，当我
们习惯了“理性”这个概念时，就会习惯认为干涉是正当
的，因为干涉可以形成新的平衡。但是，当我们习惯“关
系”这个概念时，就不太会认为干涉是一个必然正当的做
法，因为在一个共生体系中，干涉往往会破坏共生体系的

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来将不干涉视
为是一种美德，但是在西方理性政治文化中，一直强调将

干涉视为一种天定责任。
这就又引出了与“关系”和“理性”相关的另外一个

政治学概念，即“权力”。美国政治学有一个对权力的经
典定义，就是让别人做其不想做的事，或者不让别人做其

想做的事。在这个概念里，“权力”与力量是联系在一
起，也即权力一定能够产生施动或者吓阻效应才是“权
力”。所以，这种权力其实与因果理性关系很密切，是因
果性权力。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但
是，对熟悉共生环境的人来说，权力则不能从因果联系上

去理解，而应从关系网络去理解。在一个生态共生系统
中，讨论老虎重要还是老鼠重要是没有意义的，两者都是

生态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但是如果习惯了西方权力概念，
一定会认为老虎因为力量大，所以更重要。在一个政治生
态系统中，我们要讨论君主重要还是人民重要。按照西方
权力理论，君主权力更大，当然更重要。但是在中国政治
文化中，荀子说“水舟共生”，当代政治中认为党和人民
是鱼水关系，相依为命。
因此，在共生理论中，在“关系”之中，一方不因为

力量大、能力强，就一定居于支配地位。进一步说，在一
个共生体系中，各方都处于互相依靠的关系之中，这可以

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共生体系中，由于相互依靠的关系性，

大和小的区别往往失去意义，你不能说大一定就会支配

小，也不能说小一定就屈从大。或者说，在一个国际体系
之中，大国和小国是相依为命的关系。一旦我们按照这个
相互依靠的关系性概念去理解东亚国际体系，就能理解东

亚国际体系中大小国家之间关系并不是依附的、朝贡的，
而是大小共生、相依为命的关系，小国不因为其力量小就
不重要，甚至有时比力量大的国家更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种关系在西方因果权力支配的国际体系进来之

后，被破坏了。正如孙中山先生曾经准确预测的，日本由
于学了西方的战争扩张的术，丢了东亚和平的道，对东亚

和平必定是个威胁。
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认为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由于关系

性权力而不是因果性权力发挥作用，所以大国和小国能够

接受共生状态。当然，熊文指出东亚因为存在一个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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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维持了共生体系，而近代西欧则是竞争关系。拙文
也揭示了西欧体系是按照均势原理来组织的，而东亚体系

则是依照大一统来运转的，尽管在历史上中国分裂时期有

例外。但笔者不认为共生只是可以解释东亚体系的理论，
实际上，西欧国际关系中也有共生成分，美国一度出现所

谓“仁慈的霸权”理论，其实也是想形成一个共生体系，
但是很困难。因为“仁”不是美国和西欧政治文化的基因
和主流，就如同“私”不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道理一样。
同样，拙文在阐述公道的时候，并没有将“公”和

“私”对立起来。共生哲学最大的智慧不在于对立对抗，
而是在对立对称对等中求统一。记住这一点对理解共生理
论很重要，二元对立对抗本质是一神教文明的基因，中国

和谐文明中一直重视的是二元、多元中求统一。熊文更多
是用西方社会科学概念，例如利益、私、个体、竞争等，
来分析东亚。用别人的概念体系分析东亚有一定道理，笔
者尊重这种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也就是任何一个

共同体必然首先建立在“公”之上，才可能形成秩序。所
以，公义、公理、公道、公意等等，都是共同体建设必须
要考虑的内容。
笔者不太赞同斯密和哈耶克的个体主义之上的秩序，

“私”有其积极意义，灭“私”也不是笔者的看法，但是
循“私”或者以“私”为主导来建设社会和世界，已经给
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个灾难与其带来的进步几乎一样

多，而且，“私”的活动必须服从更大的公义。从西方一
路而来的政治思想看，在漫长的宗教神学统治期间，欧洲

“存天理，灭人欲”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一般将
这个阶段称为黑暗的专制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将个人从神
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就是“私”力量的释放，但即便在
这释放期间，主权这一公意也是私不能对抗的，而是要服

从的。西方政治思想的一大问题是，“私”一旦流淌到外
界和国际社会以后，应该如何对待他者？西方自己也对他

们历史上的扩张、侵略、屠杀、种族灭绝进行反思，但不
能求解。当代国际政治中这种扩张表现为对西亚北非等地
野蛮的干涉。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将国际政治的希望寄托
在中国国际政治思想而不是西方国际政治思想中，尽管后

者不乏国际秩序的理想。当然，西方国际政治思想如果能
够吸收更多“公”的思想，则另当别论。

合解还是分解：关于共生的哲学问题

为了普及“共生”理论，或者我们在讨论“共生”问
题时，还需要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基本共有知

识背景，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谈谈中西社会科学的分野问

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理解共生理论或者共生思维的
一个重要背景知识和辅助知识。
人类碰到的许多问题，解决之道是什么？这是社会科

学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从解决思维来看，有两种，一是合
解或合析；二是分解或分析。共生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合解
的思维，认为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相通的关系。这与
西方社会科学流行的分解的思维恰恰形成对照。我们熟悉
的韦伯的社会科学著作，格外关注类型学。将事物解剖成
一块一块碎片，再作分析，应该说是西方社会科学论著很

重要的一种分析方法。其利在于将细致的地方事无巨细地
展现出来，其弊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分”是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特点，除了常说的文史不分，其实各

门社会科学也不分，其中孕育的是合解思维。现在我们经
常抱怨我国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过多，专业性刊物少。静心
下来想一想，其实综合性刊物的优点是可以使读者全面了

解自己学科之外的动态，而不是只拘泥于自己学科之内看

问题。沃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抱怨专业之分对社
会科学研究的戕害，以及现在流行的跨学科研究，其实都

是要打破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分解、分门、分析的弊端。我
们的社会科学如果将自己合解的优秀传统丢掉了，一头扎

进西方已经意识到的社会科学分解的弊端之中，岂不是丢

了自己的西瓜，捡了别人的芝麻，自己找弯路走？

回到事物的属性来看，在分解分类思维下，当我们将

任何一个整体用概念分为不同部分以后，一定会产生类型

的不确切地方。概念是“名”，古人说“名可名，非常
名”，一个含义是当我们给事物属性一个名以后，这个名
一定因为不能概括对象的全部属性，从而与对象存在抵触

的地方。比如，当我们说“东亚国际体系是共生型国际体
系”时，你一定可以找出它存在不共生性的例证出来；当
我们说西方构造的国际体系是“寄生型国际体系”时，也
可以找出其国际体系存在互惠的一面。这种现象值得我们
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反思，也就是一旦我们确立一个概念

来定义和研究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的研究结论必然存在

“非常名”所带来的不精确性。而如果我们再沿着这一不
精确的概念作推导，其结论必然存在局部精确与整体不精

确的矛盾之中。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科学非常重视命名，
对比起来，中国社会科学不太重视命名，因为命名会损害

对研究对象内涵的认识。两者各有利弊，从个人的研究感
受来看，笔者更倾向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科学智慧。笔者也
曾经试过用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分析问题，但是觉得那不

是出路，似乎也找不到出路。西方社会科学现在的一大窘
境，就是为“名”所累，各种五花八门的概念层出不穷，
中国社会科学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时候，也逐步接受了

其好用概念的分解思维，基于这种思维去处理国家治理和

社会治理中碰到的许多问题，产生的效果不见得很好。
到分无可分的时候，人们会意识到合解的意义。要学

会合解的思维，就需要对话。对话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找
不同的地方，也不是找完全共同的地方，而是找共通共鸣

的地方。现在流行的儿童启蒙书，其中不少是“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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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如果一个人习惯找不同了，那么他/她会很难与打交
道的人或物形成友善的关系，找不同等于是将自己与人或

物区别、区隔开来，极端的时候就是分离孤立起来，因为
人与人或物是不同的。我们生活中经常见到“见人三分
熟”这样的人，这种人之所以“见人三分熟”，是因为其
很快就能与对方找到相似、接近的话题。因此，我们的教
育，既要让小孩找不同的地方，也要更多教会他们一些找

共通的游戏，这应该有助于他们成年后与人、物、社会、
国家甚至其他文明，建立牢固的共同体和团结意识。
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同容易，找共通难。伟大的中国

人，古时产生的许多智慧，都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
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寻找到共通的交集以后，形成丰
富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思想和智慧的。古人说，性相近，习
相远，前句道出了“通”，其实应该说，习也不远。既然
“共”是个核心字，那么就需要在各个事物之间找到能够
使它们共同团结在一起的方法。完全相同当然最理想，现
实的办法是找共通的普遍联系。因此，作为合解之道，关
键在于找“通”；每个个体彼此之间形成共通共鸣的意识，
共同体才有可能，它比单单依靠法律维系的共同体要更加

牢固、持久和有韧性。
这里笔者只强调一种找共通的办法，就是社会科学工

作者要能在同义异名和同名异义之间学会转化转换。之所
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少都会为

“名”或概念所累。五花八门的“名”或者概念，正在淹
没着社会科学；按照“名”的分类所造成的区隔，妨碍了
我们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共通或者普遍的联系。世界上许
多现象，虽然不同文明可能对其有不同的命名，但是该现

象本来的意义却是一样的；世界上还有很多现象，尽管不

同文明对其有相同的命名，但是其含义却可能是不同的。
前者如墨子讲的“兼爱”，印度人说的“不害”，老子说的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西方人说的“上帝要让其灭亡，
必先让其先疯狂”。后者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名
同但义不同。此类现象很多，不必列举。总之，对同义异
名的现象发现得越多，越有助于我们在被人为概念分割的

世界中找到普遍联系和共通的地方，从而树立整体的共生

意识，而不是对立对抗的意识。

两种普遍主义与世界秩序

我们最后回到共生和世界秩序话题上，主要谈两种普

遍主义及其对文明共生与世界秩序的意义。
在同义异名或同名异义中寻找共通，简单地说，从事

物的普遍联系角度看世界，代表着另外一种普遍主义。我
们从西方政治哲学中读到的普遍主义，主要是一种建立在

地方经验基础上的法则，这个法则被认为是适合所有地区

所有文明的法则，而将其上升到外交政策上，可怕的结果

就是以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知识，去讨伐、改造其他不
符合这个国家和这个文明标准的地区，从而引起野蛮的干

涉，而干涉是侵犯他者自由的。因此，西方人讲的普遍主
义，主要是指适用于一个地方的原理，也可以推己及人，

适用于所有其他地方。这一点，基辛格是少有的认识比较
清楚的人。他说，西方的政治思想一开始其实只是从很小
的一个地方生长出来的，西方强大后要将这些思想推广到

其他地区，必定会引起干涉问题。中国政治哲学讲普遍主
义的时候，更主要是从普遍联系和共通的角度，认识人与

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政府、政府与政府之间的
联系性和共通性。这代表着另外一种普遍主义。
假如我们按照这两种不同的普遍主义政治思想来看世

界政治和国际秩序，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现在世界的问题

在哪里，出路在哪里。为什么文明之间会出现不共生，或
者出现有的学者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命题？或者，为什
么当美国学者提出“文明的冲突”这个命题时，在中国却
遭到不认可？

在从孤立走向交流的过程中，人类文明之所以没有能

够向更高阶段迈进，形成一个更大的文明共同体或者秩

序，很重要的原因是一种强势文明总是试图将别的文明变

得同自己一样，以一种文明来代替另外一种文明，或者以

一种文明改造另外一种文明，简单地说，就是以“一”改
造“多”。这种思维是本文所说的第一种普遍主义思维，
也即信奉适应于一个地方的文明法则同样应该适应于其他

地方。这种政治思维会促使产生这种普遍主义土壤的地
区，无论是崛起还是衰落的时候，都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

感，因为在崛起的时候它会改造别人，在衰落的时候会担

心被别人改造，这就是文明冲突的宿命。因此，按照这种
普遍主义逻辑，并不能够解决文明间共生问题。如果我们
换一个逻辑，也即第二种普遍主义逻辑，更多地是从异中

求通，那么对话、欣赏、互鉴、依靠、共生等就会成为文
明交流的主旋律。按照“通”的逻辑，文明交往才可以逐
步到达一个化的境界，从而在多元中形成新的文明结晶。
第一种逻辑只能使文明走向绝境，人类文明要向更高阶段

迈进，形成全新的文明共同体和秩序，需要更多地从第二

种普遍主义出发，来思考文明的当下困境和前景。
最后，“共”这个词，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关键词，

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关键字，是国际关系和平的关键

字。总体上看，我国传统和当代政治文化、政治思想中，
关键词之一也是“共”，在对外交往中，这个词衍生出像
共享、共赢、共处、共生、共荣、共和这些词。国与国之
间、文明和文明之间，彼此能够找到更多共通共鸣的地
方，天下则可百虑而一致，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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